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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叉格铜柄铁剑是东周秦汉时期中国西北与西南地区文化
交流、族群交往的重要物证。学界大多认同，此类器物是自北向
南传播至西南地区，而后发展成为西南夷族群重要的兵器种类
之一。但毋庸讳言的是，文化交流与传播多是双向展开的，过去
对三叉格铜柄铁剑的研究，着重强调北方文化因素“南下”的过
程，对具有西南夷特色的三叉格铜柄铁剑“北上”的历史现象关
注甚少。宁夏固原张家崖村三叉格铜柄铁剑的出土，为揭示东周
秦汉时期中国西部文化流的复杂图景提供了新材料。

张家崖村出土三叉格铜柄铁剑的年代与来源

张家崖村出土的三叉格铜柄铁剑，剑首呈尖顶四棱锥形，扁
圆形茎，布满粟点纹。长三叉形格，格两侧各有三个尖刺，三叉之
间可见方格纹。铁质剑身扁平，锈蚀严重。残长60厘米（图1）。由
于此剑的共存关系不明，年代被较为宽泛地定在春秋战国时期。
参考杨建华先生研究，张崖村出土铜柄铁剑的剑格长于茎部，剑
身窄长，与甘宁地区三叉格剑的第Ⅳ式接近，年代为战国晚期至
汉初。关于其文化归属，从以往的发现来看，固原附近的三叉格
剑均出土于“西戎文化”人群墓葬或葬马坑内。因此，尽管张家崖
村出土三叉格剑的墓葬材料暂未发表，也可大致推测其为当地

西戎文化人群所有。
值得注意的是，该剑为四棱锥形首，三叉格两侧有成对的尖

刺，与甘宁地区三叉格铜柄铁剑常见的蕈形或帽形首、格两侧无
凸齿的作风完全不同。据此可以认为，该件器物并非本地所流行
的样式，其来源应从其他区域探求。

与张家崖村所出者形制、结构高度近同的三叉格铜柄铁剑，
在川西岷江上游地区较为常见。20世纪 70年代以前，四川省博
物馆、四川大学博物馆等单位在此区域采集至少3件；1978年茂
县城关墓地出土6件，2009年茂县城关粮站墓地出土1件，仅茂
县就出土有 10件以上。除此以外，笔者所见茂县、汶川、理县各
文博单位馆藏的同类型三叉格铜柄铁剑数量多达20余件。

岷江上游地区的四棱锥形首三叉格铜柄铁剑，根据剑格两
侧尖刺发达程度的不同，可分二式。Ⅰ式：尖刺较细。如茂县城关
AM9：13（图2），年代为战国晚期。Ⅱ式：尖刺发达，呈三角形（图
3）。如茂县城关CM1：8，年代在西汉早期。以上铜柄铁剑均出土
于石棺墓中，年代集中于战国晚期至西汉早期，其形制演变轨迹
清楚，数量较多且分布十分集中，可视为具有本区域风格的器
物。宁夏固原张家崖村所出者，可划归第Ⅱ式，应为岷江上游地
区传播而来。

（下转7版）

宁夏固原张家崖村出土三叉格铜柄铁剑钩沉
曾宇 杨硕

新疆鄯善县洋海墓地出土了数以千计的木器，其中以木质
容器为大宗，主要有盘、盆、豆、臼、杯、桶、勺、盒等。其所用木材
均为胡杨木，工艺主要有砍削、凿挖、雕刻、钻孔、刻划、黏合、抛
光等。这些木质容器与洋海人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在洋海墓地
出土的木质容器中，有一件刺猬形木盒十分罕见，它既具有木质
容器盛纳物品的实用功能，又因呆萌可爱的动物造型而具有观
赏与把玩功能。

洋海墓地出土刺猬形木盒的形制

洋海墓地出土的刺猬形木盒现藏吐鲁番博物馆。它由圆木
削刻而成，长9.5厘米、宽3.6厘米、高3.2厘米。木盒的一端圆雕
出刺猬的头部，口目分明，侧耳清晰。盒体削刻成刺猬的身躯形
状，躯体背部刻划整齐细密的方形网格纹饰，上涂黑彩，以此象
征刺猬身上的棘刺。雕刻的细腻之处颇见匠心：网格纹从头顶与
耳后开始，往后一直延伸至尾基部之前，这与刺猬身上真实棘刺
的覆盖位置完全相同。木盒的底部凿挖出长方体空间以置物，其
代表刺猬的腹腔。木盒的底盖残失。该刺猬形木盒属于苏贝希文
化晚期早段，时代约相当于战国时期。

中国北方地区出土的新石器时代至商周时期的刺猬
形器物

实际上，除刺猬形木盒外，中国北方地区还出土了新石器时
代至商周时期的陶、金、银、青铜四种材质的刺猬形器物。新疆洋
海墓地出土的刺猬形木盒应放在这一造物传统中来予以观察。

第一类为新石器时代的刺猬形陶塑。2010年，河北省柏乡
县小里遗址 JX3出土了一件刺猬形陶埙。陶埙为泥质红陶，呈不
规则圆球状。其顶端尖圆，似刺猬头部向前突出的口鼻。顶部左
右两侧的音孔似刺猬的眼睛。器身表面饰凸起的弧形指甲纹，颇
似刺猬背部之硬刺。腹部正面的大圆孔为陶埙的吹孔。该刺猬形
陶埙属于新石器时代中期的后冈一期文化，距今约6300年。

2006 年至 2008 年，内蒙古扎鲁特旗南宝力皋吐墓地 BM3
出土了一件刺猬形陶塑。陶塑为夹砂红褐陶，手制。双耳凸起，眼
睛和鼻孔用小圆坑表示，大张的嘴巴用圆形的大透孔表示。腹腔
中空，四足圆雕。脊背与身体两侧压印连续的“∧”形折线几何
纹，其喻指刺猬身上的棘刺。头、臀、腹部均磨光。该刺猬形陶塑
造型简练，纹饰质朴，形象生动，时代为新石器时代晚期，距今约
4500年。

第二类为战国时期的刺猬形金饰件。内蒙古杭锦旗阿鲁柴
登墓葬出土十件刺猬形金饰件。饰件由金片模压而成，腹部中
空，整体呈立体的刺猬形状。刺猬吻部前伸，四足前屈，前足压于
颌下，作蹲踞状。金饰件的体背及两侧分格压印凸起的短弧线
纹，纹饰疏畅，神似刺猬身上的棘刺。

第三类为战国时期的刺猬形银饰件。内蒙古伊金霍洛旗石
灰沟墓葬出土四件刺猬形银饰件。饰件由银片压制成立体的刺
猬造型。刺猬的头部尖狭，腹部中空，足部前屈。银饰件的体背及
两侧分区压印凸起的月牙形纹，纹饰排列得整齐有序，其应是模
拟刺猬身上的棘刺。相较而言，阿鲁柴登出土的刺猬形金饰件比
较写实，石灰沟出土的刺猬形银饰件稍显抽象。

第四类为战国时期的刺猬形青铜杆头饰。陕西省神木市纳
林高兔村墓葬出土两件刺猬形青铜杆头饰。刺猬四足短小，蹲伏
在扁圆形的銎筒杆头上。它尖嘴短耳，低头缩颈。躯体隆起，团缩
成半圆球状。周身密布尖锥形铜刺。值得注意的是，在刺猬的背
部及体侧，密集的铜刺向着各个方向和角度伸展，而这与真实刺
猬身上棘刺的排列状况非常相似，它形象地表现了刺猬的防御
特点：让攻击它的动物无从下口。铜刺猬与銎座联体，一次铸成。
使用时，应有木杆插于銎孔之内。类似的刺猬形青铜杆头饰在内
蒙古准格尔旗亦有出土。显而易见的是，此类青铜杆头饰旨在强
烈地表现刺猬身上外伸的棘刺。

总体来看，中国北方地区出土的新石器时代至商周时期的
刺猬形器物主要有刺猬形陶塑、刺猬形金饰件、刺猬形银饰件、
刺猬形青铜杆头饰、刺猬形木盒等。各时期的工匠都充分发挥了
艺术想象力，他们在器物的表面用掐捏（或戳刺）的弧形指甲纹、
压印的“∧”形折线纹、压印的短弧线纹、压印的月牙形纹、铸造
的青铜尖刺纹、刻划的方形网格纹来象征和表现刺猬身上的棘
刺。时至东汉，刺猬的形象甚至出现在了墓室内的星宿壁画中。
在2003年陕西省定边县郝滩乡汉墓出土的天象壁画中，一只刺
猬行走在一个由三颗星勾连而成的星宿中，刺猬上方墨书“胃”
字，这或许与汉代人天象观念中的二十八星宿之一的“胃宿”
有关。

新石器时代至商周时期刺猬形器物的文化内涵

刺猬最显著的外形特征便是背部覆有坚硬的棘刺。因此，在
中国古代，刺猬又称刺毛球、刺球子、刺团等。民间歌谣趣唱刺猬
道：“小刺猬，滚圆球，背上尖尖刺儿头。”唐代诗人李颀《古意》
云：“须如猬毛磔。”即用刺猬身上张开的棘刺来形容男子浓密粗
硬的胡须。南唐诗人朱贞白《咏刺猬》曰：“形似针毡动，卧若栗球
圆。莫欺如此大，谁敢便行拳。”诗作以幽默诙谐的笔触描绘了刺

猬的动静之态，生动地展现了刺猬憨态可掬的形象。
根据魏辅文院士最新主编的《中国兽类分类与分布》，刺猬

属于哺乳纲劳亚食虫目猬科猬亚科动物。刺猬是杂食性动物，捕
食老鼠、蜗牛、蜥蜴、蚯蚓、小蛇、昆虫等动物，亦吃草根、瓜果、蔬
菜等植物。刺猬靠尖锐的棘刺防身，当遇到攻击时，它会迅速收
缩头尾和腹部，将全身蜷成一个圆球，并扎刺向外。据《新疆南部
的鸟兽》（科学出版社，1965年）之调查，新疆猬科猬亚科的动物
主要是大耳猬，其刺的颜色为暗褐色与白色相间。新疆的大耳猬
主要分布在塔里木盆地和准噶尔盆地周缘的荒漠、半荒漠地带，
分布区域主要包括吐鲁番市、喀什地区、阿克苏地区、和田地区、
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等。出土刺猬形木盒的洋海墓地就位于新
疆刺猬的主要分布区之一——吐鲁番市鄯善县。在吐鲁番市，刺
猬活动的环境多为砾石堆、灌木丛、芦苇滩、农田、果园、篱笆、墙
角、坎儿井口的土堆以及山林坟地等。

作为新石器时代至商周时期的一种比较小众的动物造型，
刺猬形器物主要出土于我国北方的游牧区和农耕与游牧交界
区，它们反映了当时的人们对于刺猬的喜爱。当然，亦有可能是
时人羡慕刺猬背上的棘刺能够对身体起到很好的保护作用，故
而特意模仿刺猬的形态，制作出各种刺猬形器物，以期自身也能
拥有像刺猬一样的卓越防身能力。新疆地区刺猬形器物的创作
传统较晚，故洋海墓地出土的刺猬形木盒，有可能是战国时期新
疆与河北、内蒙古、陕西等地刺猬文化的交往、交流、交融所致。
当然，也有可能是彼时洋海墓地的先民根据他们亲眼所见的当
地刺猬而制作了这件刺猬形木盒。总而言之，该刺猬形木盒为我
们理解洋海墓地古代居民的动物偏好与审美情趣提供了实证。

［本文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社科基金项目“新时代新疆‘考
古戍边’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2024BKG113）阶段
性成果 作者单位：伊犁师范大学伊犁学研究中心 伊犁哈萨克
自治州博物馆］

新疆鄯善县洋海墓地出土
的刺猬形木盒（选自《新疆洋海
墓地》）

新疆鄯善县洋海墓地出土
的刺猬形木盒底部（选自《新疆
洋海墓地》）

陕西省神木市纳林
高兔村墓葬出土的刺猬
形青铜杆头饰（选自《陕
北出土青铜器》）

内蒙古扎鲁特旗南宝力皋吐
墓地BM3出土的刺猬形陶塑（选自
《科尔沁文明：南宝力皋吐墓地》）

内蒙古杭锦旗阿鲁柴登
墓葬出土的刺猬形金饰件（出
自内蒙古博物院官网）

新疆洋海墓地出土刺猬形木盒初探
丁杰 佟金玉

汉魏易代之际，“九品官人法”应运而
生，由作为选官程序的中正品逐渐转换为官
品阶次。南方地区的东晋一朝延续继承九品
官品之创制，一直沿用到江左宋、齐而仍无
重大变化，官阶化进展极其缓慢，直至梁武
帝天监七年（508）以十八班制为中心的班品
制度正式问世。

士族与皇权共治是东晋时期特殊存在的
一种政治形态，对中国古代官阶制度影响极
大。士族对选官系统的掌权直接控制了官阶
体系的政治命脉，形成了一种以世家大族为
中心的等级墓葬经营格局。东晋以降，宋公
刘裕废恭帝、立刘宋，南朝迭代。在皇权势
力的逐步扩张下，朝堂原本的政治平衡关系
被进一步打破。南境四朝，最长者不过前后
六十年，共历四代八帝，最短国祚者只见二
十四年便终。因此，时人对墓葬等级制度的
经营也多零星散乱，唯萧齐、梁两际仍值得
窥见一番。

士族与皇权共治下的东晋墓葬经营格局

目前可见的东晋墓葬材料，普遍以同姓氏
族为单位集中出现，卒葬地也几乎均在都城建
康附近（今江苏南京）。聚居族葬的墓主之间
存在一定亲缘关系作为纽带，所任官爵或出于
荫庇、或源于袭封，完全由个人历仕而晋升者
占比极少。东晋时期墓主身份明确的墓例，基
本不出谢、温、颜、王四氏。除个别地处今山
东、湖北和浙江境内外，其余均位于今江苏南
京及周边区域，地方因素在墓葬营建环节中的
直接影响并不明显。整体来看，这一批墓葬在
形制、规格上趋同度极高，以“凸”字形单室
砖墓为主，由甬道、墓室等部分组成。墓室筑
以券顶或穹窿顶为主，多取决于面积大小的差
异，但不见明确的阶次极差。墓上封土、附属
建筑亦多已不存。

石、木制的墓门是墓葬系统内的一项等
级元素，礼制来源应为九锡 （赐） 礼器中的

“朱户”，两汉时期便作为等级象征在墓内使
用。东晋墓葬多只用砖封或木制墓门，不见
孙吴西晋传统下的石门，格外常见条砖封
门、外再以挡土墙覆盖的做法，极少数者在
甬道内立1至2道木门。这一情形粗看似乎是
与墓主的官阶品级相关，即只有位高者才能
使用木门，但深究却无法确定具体定则。在
墓内使用木门、不论具体数量的共有 6 位，
分别是晋故使持节侍中大将军始安忠武公温
峤，颜谦妇刘氏、州西散骑都尉西平县侯颜
綝和颜镇之，平南参军湘南乡侯李缉及妻陈
氏和抚军参军宜都太守李繤及妻武氏、何氏。

其中颜谦与颜镇之无官爵在身，颜綝为州西散骑都
尉（第六品）、袭西平县侯（第三品）。李缉、李繤为父
子，父缉实职任平南参军（第七品）、封湘南乡侯（第
四品），子繤从抚军参军（第七品）迁至宜都太守（第
五品）、未晋侯。对比而言，只有温峤，爵至一品始安
忠武公，又领文职加官侍中 （第三品）、军号大将军
（第二品），品阶甚高。但与上述墓主有官爵品位相近之
人，并不复见木门的使用，王、谢两门亦然。晋故丞相
参军（第七品）、都乡侯（第四品）褚府君，侍中（第
三品）、骑都尉（第六品）、建昌伯（第二品）高崧等也
均有爵位在身，职事、加官阶品较前者亦相差无几，都
仅以条砖砌门。

因此可以看到，东晋时期墓门材质的使用仿佛并不
存在严格的等级限制，相对更多地呈现出一种以同姓士
族群体为单元的集中表现形式，木门作为一类特殊材质
的墓葬设施会在某一家族内部被大量使用，就比如琅琊
颜氏。又或者说，相对较高等级材质的墓门在固定的集
体中是存在着某种特定的使用规则的，只是由于目前考
古资料的匮乏，还未被全然揭示出来。南京富贵山、北
郊汽轮电机厂及南京大学北园的几座被判定为帝陵的东
晋墓内，也均设置了两道木门，可见墓门材质差异背后
所蕴含的等级意义。

随葬陶（瓷）俑群组合，包括动物及家居一类的模
型明器，在东晋时期的墓葬等级系统内并未体现出绝对
的主导地位，使用人群的范围极小，几乎只见于“帝
陵”之内。南京象山 M7 中出土陶牛车、陶鞍马各 1
件，配合骑马俑 1件、牵牛俑 3件一同摆放，两侧并置
持物俑和戴冠俑各5件，当为一套完整的出行仪仗组合
模型。除此之外，墓主官阶品位明确的东晋墓葬内再无
陶（瓷）俑群组合的身影。从其余几座保存完整、未遭
盗扰的墓葬情况来看，如王丹虎 （象山M3）、高崧夫
妇 （仙鹤观M2） 和王建之夫妇 （象山M9） 等，这确
非后续破坏等外界因素所致，应是当时营建者本身授意
为之。

取而代之的是包括青瓷（陶）器、石器等在内的日
常生活用具，相关器类的组合、数量皆可据墓主的官阶
品级高低体现出一定的具体差别，其中尤其以侨姓士族
多用的“家居随葬组合”为主要代表。虽然从当前的考
古材料，我们暂时还无法确定其是否单独或合并地指向
了某一类特定的官阶等级序列，抑或存在大体的执行标
准，但该组合作为墓葬等级元素的标识性作用，在这一
时期的墓葬中被淋漓尽致地体现出来，成为甄别、判断
墓主身份等级的重要标准之一。

家居随葬组合是自两汉时期始墓葬系统中极其常见
的组成部分，亦是汉地丧葬文化下的核心内容。它在墓
内的规范性使用，是中原南下而来的侨姓士族用以巩固
自身文化传统的实物筹码。他们通过构筑这样一套区别
于地方原生丧葬礼俗的制度，试图摆脱江左吴人士族的
文化传统，从而确立自身的政治及社会地位，并用该组
合的不同表现方式实现对政权内的各个等级群体进行的
次序安排。

东晋时期以陶榻为中心，加以凭几、案、帷帐座等
器物形成的家居随葬组合多出现于形制规格较高的士族
墓葬之内；其中有一类以龙、虎首为外形装饰的陶、石
制障座，根据目前墓主身份等级明确的墓葬情况推测，
仅为东晋皇族方能使用的随葬秘器，重臣者唯有深受皇
帝倚重而特赦的一品士族不得使用，因此，虽贵如王、
谢氏等大族亦不可私自擅用。普通帷帐座构成的家居随
葬组合当是朝中士族及高级官吏的一般选择。而砖台、
凭几或两者等的简单组合形式，则对应了普通官吏和文
人等在内的社会主体。

另有部分包含强烈个人喜好、意志的墓内元素，诸
如丧者穿着的衣裳朝服，尸敛的金、银葬具装饰，以及
弩机、刀剑等兵器用品等，在工艺、材质上均可体现出

墓主官阶等级上的差别，较前朝未改、后世
无异。

由此来看，东晋时期的墓葬等级制度或
正处于一个多方因素共治且相对平衡的历史
位置，比起官阶品位的作用，士族门庭的力
量在墓葬营建环节中的牵制影响也同样强
烈，并具有稳定性。究其原因，不外乎以下
两点：第一是东晋王朝偏安一方、积年不
累，社会局势长期动荡不安，统治集团可能
还未来得及有足够的心力去构建起一套完整
的墓葬等级体制；第二是在特殊的门阀政治
形态下，皇权与士族的博弈、冲突成就了两
者之间半平衡的短暂状态，墓葬等级制度在
这一时期所展现出的特殊表征便是其外化的
代表标志之一。

南朝墓葬的核心等级表达

南朝现有可见的明确墓主身份、品阶的
墓葬数量并不多，相关墓葬的形制、规格也
约略沿袭前朝。因循前文的讨论结构，依然
从特殊材质的墓内设施说起。梁故散骑常侍
（第三品）、抚军大将军（第二品）、桂阳简王
（第一品） 萧融及王妃，桂阳敦王 （十八班）
萧象，侍中 （十二班）、司空 （十八班）、安
成康王（十八班）萧秀，侍中（十二班）、太
尉 （十八班）、骠骑大将军 （十八班）、临川
靖惠王（十八班）萧宏和侍中（十二班）、中
书令 （十三班）、大司马 （十八班）、南平元
襄王 （十八班） 萧伟等宗室亲王，即王爵一
级，均在墓内设置了一道石门，被推测为萧
秀家族墓葬的南京栖霞山甘家巷六朝墓群
M6、M30，在甬道内也各自使用了一道石
门。宋故兰陵太守（第五品）、刘阳县开国男
（第二品） 罗建夫妇墓，陈故司空 （第一
品）、义阳郡公 （第二品） 黄法氍墓同样如
此。而未封王、公爵位的南梁萧氏宗臣未在
墓内使用石门，如梁故侍中（十二班）、中书
令 （十三班）、宁远将军 （十三班）、吴郡太
守萧子恪等。

镇江丹阳几座存疑的齐帝故陵中以两道
石门封道。南京栖霞狮子冲南朝大墓 M1、
M2的墓主被推定为梁昭明太子萧统及生母丁
贵嫔，两墓甬道中均分布着双重石门。据志
文判断为陈宣帝陈顼显宁陵的南京西善桥油
坊村南朝大墓内也发现石门两道。由此可
见，甬道内设两道石门的做法应当是帝陵一
级的特殊建制，设一道石门属王、公或第二
品以上爵等的优飨。另外，从萧梁宗亲王墓
来看，配套石门、为王爵以上殊礼而置的可

能还有石质葬具、几案等，一般为围屏石榻或石棺座。
与此同时，陶（瓷）俑群的随葬组合在这一时期重

新回到了人们的视野中，在墓葬内被大量使用。材质主
要为陶或石质，帝陵多两者兼用，组合种类包括文臣、
武士、男女侍从及车舆、鞍马等，明显是在营造仪仗出
行的场景。由于现阶段能够参考的墓例数量过少，我们
目前并不知晓俑群内部具体存在的等级分层，但是否具
备车辇、仪仗类的出行队列，还是只见家居宴乐类的仆
侍组合，可能会成为未来重要的权衡准则。相比而言，
家居随葬组合的等级标识意义一以贯之，在南朝依然十
分重要。整体的等级分层、组合形式等较东晋几乎相
同，只是石料的使用覆盖率有所增加。

墓室四壁装饰的拼镶砖画是南朝帝陵的特定规制，
程式相对统一：甬道中部为守门武士（直阁将军）、狮
子，顶部偏东“小日”、偏西“小月”等；墓室四壁中
部自外向内为仪仗出行，分别是“具張”（骑马武士）、

“笠戟”（立戟侍卫）、“迅繖”（执伞盖侍从）、“家脩”
（骑马乐队），上部中间竹林七贤与荣启期，向外延伸羽
人戏虎或龙等。类似的图像题材在设置一道石门的王、
公 （爵位第二品以上） 一级群体内是否使用或部分使
用，并不清楚。唯一明确出土墓志的萧融及王妃王慕韶
墓内未见相关主题的砖印壁画，只有简单的一些六瓣莲
花四出线和圆钱四出线纹等，由此推测普通王、公爵等
应无法享有此类墓室装饰。南京西善桥宫山南朝墓、雨
花台区铁心桥小村 M1 等墓内仅见“竹林七贤与荣启
期”这一题材，并无仪仗出行，甬道只设一道石门，墓
主或为受到特殊礼待的宗室贵戚，应有二品以上爵位在
身。雨花台区石子岗M5内外砖墙两道封门，墓室后壁
也同样拼嵌上述砖画，这或许可从另一个侧面印证，获
得“竹林七贤与荣启期”的优遇并不仅仅局限在加爵人
群之内。

“仪仗出行”作为一类具有特殊帝陵等级意义的画
像题材，是《晋书·舆服志》中“中朝大驾卤簿”在冥
界的又一种表达，只被允许在对应级别的墓葬中使用，
并匹配其他特殊的墓内设施予以相互补充，共同组成了
墓主身份的等级象征。与之同一时期，北魏北朝的统治
集团在建构其自身的墓葬等级制度时，也极有默契地选
择了“仪仗出行”这一主题当作必需的等级符号，呈现
出独出心裁的制度特征。

余论

总体而言，南方六朝墓葬所选用的等级元素多样，
对后续墓葬等级制度的“贡献”呈现出相对分散的点状
布局。在司马氏掌权的近百年时间里，丧葬系统内原有
的等级元素被再次提取、建构，用以适应全新的政治时
势。东晋的门阀士族同样通过对朝政的把握、选官程序
的干涉以及和皇权的共治，在墓葬等级体系中“孜孜不
倦”地谋求着自身的利益需要，尽情地“渲染”着自我
身份的标识。两种力量的相互交织、碰撞，使得这一时
期的墓葬等级序列在这一时期始终不得摆脱那层以血缘
关系为纽带的遮纱，浸润着强烈的宗族特权色彩，从而
未曾构建起一套完全以官阶体系为核心的秩序严苛、极
差稳定的丧葬礼法。

南朝以来，皇权有所复兴，高门士族的垄断壁垒逐
渐出现缺口，等级墓葬的经营方式也再获新机、持续发
展。虽然凭借当下仅存的考古学材料，我们暂时还无法
获知各个墓葬等级系统内里的全貌，但从局部等级元素
的有序应用，如石门、随葬俑群和家居组合等，及帝
陵、王墓“仪仗出行”“竹林七贤”等一些特定题材的
分级设置，可知该时期宗室墓葬内部的等级分化是相当
明确的。同样地，其中部分的墓内等级要素也被延续下
来，成为后来隋文帝在重饬墓葬等级制度时的重要
依据。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考古文博与中华文明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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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柏乡县小里
遗址JX3出土的刺猬形
陶埙（选自《柏乡文化遗
产研究》）

内蒙古伊金霍洛旗石灰沟墓葬出土的刺猬形银饰件（选自
《鄂尔多斯青铜器》）


